
第 ３２ 卷　 第 ３ 期 太　 　 平　 　 洋　 　 学　 　 报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３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４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１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２４．０３．００３

张弛：“‘复合竞争’时代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分化”，《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第 ３４－４８ 页。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ｉ，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ａ⁃

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３， ２０２４， ｐｐ．３４－４８．

“复合竞争”时代印太“中等强国”
战略选择的分化

张　 弛１

（１．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２０１７０１）

摘要：美国推出“印太战略”拉开了中美“复合竞争”的序幕。 随着大国竞争烈度的增强，国际秩

序分裂和集团化倾向的加剧，科技和供应链能力之争的凸显，印太域内的“中等强国”面临越来

越大的“选边站”压力，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上亦出现了分化。 究其原因，首先，国内层面的

官民认知偏好和身份认同两个因素决定了“中等强国”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偏好；其次，国际体系

层面的供应链依赖结构以及是否具有对冲大国压力的制度缓冲影响着选择偏好的极化程度。
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三国的政策印证了“中等强国”战略选择背后的逻辑。 因此，中国

应通过在印太“中等强国”国内营造对华友善的认知，推动“亚洲认同”在区域内的扩散，提供更

多元化的供应链选择以及继续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地区秩序，努力促使印太“中等

强国”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中立甚至倾向中国，构建有利于我国的国际关系和战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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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奥巴马（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政府实施“亚太

再平衡”战略后，美国开始部分地调整后冷战时

期长期秉持的对华“接触＋遏制”的政策，两国关

系呈现 “相互依存的竞争”。① 特朗普 （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政府推出“印太战略”后，美国加大了对

华制衡的幅度和力度，开启全面对华竞争。 此

后拜登（ Ｊｏｓｅｐｈ Ｂｉｄｅｎ）虽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进行了大幅调整，但承袭了“印太战略”的基本

思路，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发布新版《美国印太战

略报告》。 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版“印太战

略”在制衡中国时更强调美国同盟与伙伴网络

的整合，统筹安全、经济、技术、价值观等领域与

中国开展全方位竞争，两国关系进入了“复合竞

争”的新阶段。 这种竞争不仅对印太域内各国

造成了冲击，也引发了它们的担忧。 在这些国

家里，“中等强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一方

面，尽管与中美在实力上存在较大差距，但“中
等强国”都是区域内实力较强的国家，其政策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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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对中美竞争的影响颇大；另一方面，虽然“中
等强国”难以单独应对中美竞争，但是它们联合

起来的力量却不容小觑，甚至会对印太秩序的

变革或重构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本文拟从厘

清印太“中等强国”的范围和“复合竞争”的特

征入手，通过搭建一个国内政治因素和国际体

系因素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以澳大利亚、韩国和

印度尼西亚三个国家为案例，剖析引发印太“中
等强国”在中美之间战略选择发生分化的原因，
并阐释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一、核心概念阐释

１．１　 “中等强国”概念之争与印太“中等强国”
的厘定

早在中世纪的欧洲，意大利哲学家乔瓦尼·
波特罗（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Ｂｏｔｅｒｏ）最早提出了“中等强国”
的概念，他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帝国” “小
国”和“中等强国”三类。① 然而迄今为止，何谓

“中等强国”？ 哪些国家属于“中等强国”？ 对

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在学术界内仍存在较大的争

论。 从既有研究来看，对“中等强国”概念的界

定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
一是基于实力等级的“中等强国”。 这种视

角关注“中等强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

等级，认为“中等强国”是在实力上次于大国（包
括次大国），但却强于其他小国的国家。 然而，
对于实力的评判，不同的学者或机构却存在不

同的标准。 约翰·巴顿（ Ｊｏｈｎ Ｗ． Ｂｕｒｔｏｎ）和威

廉·施耐德（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都比较注重工

业与核能力的作用，认为“中等强国”是完成了

工业化或半工业化，已经拥有或在 ５－１５ 年内将

会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以外的国家。② 除了领土、
人口、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军事规模等物质力

量外，还有部分学者把地缘政治因素也考虑了

进去，认为“中等强国”不仅表示其在国际体系

中的物质能力，还涉及地缘政治地位。③ 据此，
一些学者或机构选取了部分指标，对“中等强

国”进行界定。 如孙西辉就基于人口规模、国土

面积、经济总量和军事开支四个主要指标再加

上主观感知因素确定了 １４ 个“中等强国”。④ 不

过，正因为指标的不同，基于实力选取的“中等

强国”存在难以统一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情况，无
法解决“中等强国”概念中存在的模糊性与矛盾

性问题。
二是基于外交行为的“中等强国”。 这种观

点认为虽然实力是“中等强国”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但还需注意国家在外交政策中体现出的

行为。 劳拉·尼克（Ｌａｕｒａ Ｎｅａｃｋ）主张“中等强

国”通常通过建立联盟、充当调解人和 “中间

人”、参与国际冲突管理与联合国维和等行动，
帮助维持国际秩序。⑤ 罗纳德·贝林格（Ｒｏｎａｌｄ
Ｂｅｈｒｉｎｇｅｒ）进一步将“中等强国”的外交行为特

点总结为三方面：国际人道主义、“利基外交”
（ｎｉｃ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以及合作解决人类安全问

题。⑥ 尽管根据外交行为来界定“中等强国”的
方法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权力视角下“中等强

国”概念中存在的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如
为何一些拥有中等权力的第三世界国家未能在

国际体系中发挥与实力相匹配的作用；但该定

义似乎并不能解释传统“中等强国”（如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与新兴“中等强国”（如南非、土耳

其等）在外交行为上的明显差异。
三是基于角色建构的“中等强国”。 这种概

念界定方式倾向于先判定“中等强国”的特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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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再根据这种身份特质来划定“中等强国”的
范围。 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中等强国”不
仅需要外部承认，而且需要建构自我认同。 与

大国不同，“中等强国”并不具有某些特殊的权

利和义务，所以对“中等强国”身份的追求和自

我识别就成为明确其概念的关键。 通常传统的

“中等强国”都会赋予自身“国际好公民”的身

份，包括尊重国际法、遵循多边主义原则、追求

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目标、积极维持“基于规则

的国际秩序”和与国内政策一致的国际身份。①

不过，这种界定方式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其一，
考克斯（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ｘ）曾指出：“中等强国的角色

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国际体系变化的背景下不

断被重新思考的。”②把“中等强国”与特定国际

身份联系起来实际上是以静态视角来界定“中
等强国”。 其二，“国际好公民”的身份与一些

“中等强国”的外交行为会出现背离，譬如澳大

利亚近年来愈发倒向美国和偏离全球多边主义

的姿态等已经对其“国际好公民”身份形成挑

战。 其三，“国际好公民”本身带有浓厚的西方

色彩，以至于会将某些基于地缘政治和对霸权

依附的政策给予道德解释，③使其身份与行为日

益脱节。
总之，单一依靠物质权力、外交行为或身份

认同来进行定义都容易出现矛盾或偏颇。 因

此，本文在界定印太“中等强国”时，采用综合以

上三种路径的方法：首先根据一定指标选出在

实力上属于“中等强国”的国家，然后观察这些

国家的外交行为是否带有典型的“中等强国”外
交色彩，最后印证它们的外交话语建构中有没

有赋予自身“中等强国”的身份，最终确定研究

对象的范围。
在实力等级层面，本文参考澳大利亚智库

洛伊研究所（Ｌｏｗ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发布的“亚洲实力指

数”（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ｅｘ）④来粗定印太“中等

强国”的范围。 该指数依据资源和影响力两方

面的 ８ 个指标来评估 ２６ 个印太国家的权力，将
得分在 ７０ 分以上的国家称之为“超级大国”，在
４０～ ７０ 分区间的国家称之为“主要大国”，在
１０～４０ 分区间的国家称之为“中等强国”。 从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三年的指数来看，美国和中国一直

矗立于“超级大国”之林；印度、俄罗斯、澳大利

亚、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
越南、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朝鲜始终稳定

地处于“中等强国”之列；而日本尽管自 ２０２１ 年

后便归于“中等强国”的范围，但此前其属于“主
要大国”的水准，所以本文暂不将日本纳入印太

“中等强国”的考察对象。
在外交行为上，俄罗斯秉持大国外交的思

路，实行与中、美对等的外交战略，“中等强国”
外交色彩并不鲜明。 朝鲜虽在榜上敬陪末位，
但拥核国的特殊身份使其对外亦摆出大国的姿

态，始终坚持与美国平等对话的地位。 根据外

交行为特点，可以进一步将洛伊版“中等强国”
榜上除去俄罗斯和朝鲜。 印度近年来虽极力推

动大国外交，但其在中美俄之间左右逢源以及

积极与日、澳等国构建伙伴关系的行为却带有

典型的“中等强国”外交色彩，故暂时将印度保

留在“中等强国”之中。
在身份认同上，印度自尼赫鲁时代就宣称

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

崛起，其更以“潜在超级大国”和“南亚霸主”自
居，不甘自降身份于“中等强国”之列。 巴基斯

坦虽常被外界认为是“中等强国”，但其本国的

外交表述中罕见“中等强国”的自我认定。 新西

兰鉴于强邻澳大利亚给自身定位为放眼亚太的

“中等强国”，所以甚少给自己贴上同样的标签。
东盟中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或以“中等国

家”自居，但它们并不把自己等同于与澳大利

亚、印尼等相匹敌的“中等强国”。 故此，印太

“中等强国”的名单上还剩余澳大利亚、韩国、新
加坡、印尼、越南 ５ 国。 不过新加坡、印尼和越

６３

①

②

③

④

Ｇａｂｒｉｅｌｅ Ａｂｂｏｎｄａｎｚａ，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ｔｈｅ ‘ Ｇｏｏ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７５， Ｎｏ．２， ２０２１， ｐ．１８１．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Ｃｏｘ， “Ｍｉｄｄｌｅｐｏｗｅｒｍａｎｓｈｉｐ，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ａｎａｄａ’ 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４４， Ｉｓｓｕｅ ４， １９８９， ｐ．８２５．

沈陈：“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

与再定位”，《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７ 页。
Ｓｅｅ “ Ａｓｉａ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ｅｘ ”， Ｌｏｗ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ａｓｉａ－ｐｏｗｅｒ－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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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虽同属东盟成员国，但印尼是东盟第一大国

与领导核心，其“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到东盟未来的发展”。① 考虑到东盟国家在大国

竞争中面临相类的战略环境和偏好相似的外交

策略，在三个东盟的“中等强国”里，本文以印尼

为代表，与澳大利亚、韩国共同作为印太“中等

强国”的考察对象。

１．２　 “复合竞争”的特征

自“亚太再平衡”战略拉开美国对华竞争的

序篇以来，中美竞争至今已经历了从“相互依存

的竞争”到“复合竞争”两个阶段。 “相互依存

的竞争”始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终于

“印太战略”的出台，基本特点是虽然“竞争”为
中美关系的关键，但“竞争”并非“敌对”或“对
抗”，中美竞争受限于双方不可避免地相互依赖

的现实。② 在“相互依存的竞争”下，中美互动还

是呈现“斗而不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双
方无意割断彼此间的联结，试图将竞争的范围

限制在一定的领域内。 然而，以特朗普政府推

出“印太战略”为标志，中美竞争开始转入“复合

竞争”的阶段，其与“相互依存的竞争”相比，存
在以下不同之处。

一是大国竞争的烈度显著提升，对抗性愈

加突出。 与“相互依存的竞争”相比，“复合竞

争”的对抗性更强，中美关系总体上消极互动态

势突出，不确定性上升，战略博弈的边界尚不清

晰。③ 进入“复合竞争”时代后，美国对华认知不

断负面化，从过去“潜在的战略竞争者”“负责任

的利益攸关方”转变为“头号竞争对手” “最重

要的地缘政治挑战”。 此外，近年来美国国内政

治极化，民粹主义、反华情绪显著提升，对华强

硬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的一致共识。 受其驱动，
美国对华打压的范围更广泛、手段更凶狠，在台

湾问题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断挑

衅，导致两国关系有从 “竞争” 滑向 “对抗”
之虞。

二是相互依赖不再是大国竞争的前提，“去
风险”反而成为竞争的前置条件。 在“相互依存

的竞争”之下，尽管大国会在政治、安全等领域

出现矛盾纷争，但经济上依然往来不断、联系密

切，相互依赖是竞争的前提。 然而到了“复合竞

争”时代，本应是缓和冲突的相互依赖反而越发

“武器化”，④大国对自身在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

弱性更为敏感，如何规避脆弱性引发的风险成

为当务之急。 自 ２０２３ 年美西方国家首次提出

“去风险”的概念后，它们以“风险”来污名化中

国，试图通过强化美西国家间的合作来孤立中

国、“竞赢”中国。 “去风险”实质上是一种“精
准脱钩”，其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体系的目标始

终如一，加剧了国际秩序的阵营化态势。
三是大国竞争不再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主

导权之争，而是对是否维持现秩序的态度之争。
“相互依存的竞争”的另一重要前提是对现有国

际秩序的支持。 一旦危机出现，大国之间为了

现有秩序的存续，会缓和竞争并选择合作。 不

过，迈入“复合竞争”阶段后，美国愈发认为现行

国际制度的双赢属性与其单边诉求难以匹配，
由于无法在现制度下获得预期的收益，美国选

择建立排他性的新制度体系以维持自身的影响

力。⑤ 而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历来坚

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

际秩序。⑥ 中国希望现行国际秩序保持总体稳

定，也愿对国际秩序的发展、改革和完善做出自

己的贡献。⑦ 中美两国对国际秩序是否要“破旧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Ａｓｉａ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２０１５， ｐ．５７．

Ｒｙａｎ Ｈａｓ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１，
ｐ．９０．

吴心伯：“探索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４３ 页。

Ｈｅｎｒｙ Ｆａｒｒｅｌｌ ａｎｄ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Ｌ． Ｎｅｗｍａｎ， “Ｗｅａｐｏｎ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Ｈｏ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ｈａｐ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１， ２０１９， ｐｐ．４２－７９．

Ｓｔａｃｉｅ Ｅ． Ｇｏｄｄａｒ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２， Ｎｏ．４， ２０１８， ｐ．７６５．

“王毅：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交 部 官 网，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２０９ ／ ｔ２０２２０９２５＿１０７７１１７４．ｓｈｔｍｌ．

达巍：“现行国际秩序演变的方向与中国的选择”，《国际

问题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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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的态度之差会使大国愈发难以围绕全球

性问题展开合作，国际秩序发生断裂的可能性

也有所提升。
四是科技之争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要害

在于关键供应链的能力之争。 与传统大国竞争

聚焦军事、经贸、意识形态等领域不同，新一轮

科技革命是“复合竞争”时代的关键因素，能否

在高科技领域拔得头筹，不仅决定大国能否在

经济发展中占得先机，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保障。① 而半导体、清洁能源、生物制药等高科

技产业的发展与其背后的产业链息息相关，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断供”危机更刺激了大国提

升供应链韧性的紧迫性。 拜登刚一上任就发起

为期百日的供应链审查，加快全球供应链重组，
联合盟友构建排华的供应链体系。 有鉴于此，
中国也加大了本国供应链安全和韧性建设，强
化与友好国家的合作，努力破解美国试图孤立

中国的企图。
鉴于上述“复合竞争”的特征，“中等强国”

面临着严峻的战略选择困境：在“相互依存的竞

争”的时代，由于承认相互依赖和现秩序的合理

性，大国关系的竞合两面都比较凸显，所以“中
等强国”可以在大国间发挥协调或仲裁的作用，
在国际政治中扮演比较积极的角色。 不过，“复
合竞争”不仅导致“中等强国”的外交空间受到

明显压缩，而且受到大国强迫其“选边”的巨大

压力，表现出外交灵活性的削弱和战略选择的

分化。
当前印太地区的“中等强国” 在 “复合竞

争”下的战略选择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第
一，明确的战略“选边”，主要是积极配合美国的

“印太战略”，对中国进行制衡，如澳大利亚。 第

二，有保留的战略“选边”，对中美两国中的一方

具有相当的靠拢偏好，但规避与另一方冲突和

割裂，如韩国。 第三，在中美之间实施平衡外交

以努力确保相对独立的地位，如印尼。 三种选

择偏好的出现，不只是以“复合竞争”为特征的

国际体系衍生的结果，而且与国内政治因素有

密切的联系。 所以，下文拟搭建一个国内因素

与国际（体系）因素互动作用的框架，来解释印

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分化的原因。

二、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分化

中的内外因素及其互动机制

２．１ 　 影响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内外

因素

在对外政策分析中，国内政治和国际体系

是通常会被考虑的两个重要维度。 国内政治维

度包括制度性变量（国体、政体等）、行为体变量

（个人、集团等）、观念类变量（国家偏好、国民精

神等）等，国际体系维度则涵盖结构性变量（国
际权力分配等）、制度性变量（国际机制等）等。
某一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到底是国内政治

因素还是国际体系因素更重要，需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一般来讲，外交政策的制定基于国

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确定，无论是自上而下的

方式还是自下而上的方式，都关注国内各行为

体的偏好及其互动，进而为国内政治决定外交

政策的分析路径提供详细的解释。 不过，国际

体系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亦是毋庸置疑：
不仅影响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还为对外政

策划定了一定的边界。 综上，在研究印太“中等

强国”在中美间的战略选择时，跨层次分析十分

必要，“中等强国”的最终抉择是在国内因素和

体系因素两者相互作用之下产生的。
（１）国内因素

影响“中等强国”战略抉择的国内因素首推

国内认知偏好，具体指一国内部在中美“选边”
问题上态度偏好，主要由领导层意向和民意两

种认知互动而构成。 领导层意向源于政党（主
要是执政党）和领导人的利益偏好。 对于政党

及其精英（包括领导人）而言，维护执政地位和

政权延续是最重要的利益考量。 所以他们在制

定外交政策时，本政党和领导人个人的利益偏

好常常会被纳入考量之中。 除了领导层的偏好

外，民意动向也是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

８３

① 周琪：“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正改变大国战略竞争的主要模

式”，《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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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党和领导人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但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利益毕竟

与广大国民的利益尚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旦政

党和领导人的利益与民意发生较大的背离，基
于前者利益而制定的政策就容易受到民意的反

噬，为政策的制定圈定了某些外围界限。 因此，
国内认知偏好是领导层意向和民意互动博弈后

产生的，两种认知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领导层

在决策时既要充分考察和了解民意，又会通过

宣传、动员等政治手段来引导民意；而民意虽受

领导层意志的左右，但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并可

以通过媒体舆论等对领导层施加影响。 因此，
若领导层意向和民意一致时，国内认知偏好较

为凝聚，在中美“选边”上的态度相对明确；但若

领导层和民意发生冲突时，国内认知偏好难以

统一，在中美战略选择上的态度就相对模糊。
外交政策的制定虽基于国家利益，但根据

建构主义的观点，国家利益的界定取决于国家

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 建构主义认为确定身份

是了解利益的前提，进而才能决定在对外关系

中采取何种行动。 随着大国互动进入“复合竞

争”时代，价值观外交的全面回归导致国际社会

因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呈现分裂和阵营化的态

势，这使得印太“中等强国”的身份认同受到新

的挑战。 一方面，印太“中等强国”地处亚洲或

亚太地区，具有“亚洲认同”———即对以多样化、
软约束、发展导向为区域一体化特点的“亚洲方

式”，主张社会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经济发

展优先个人自由的“亚洲价值”，强调文明互鉴、
友好交往的“亚洲叙事”的一致认可，代表着亚

洲国家希望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叙事、西
方发展模式的道路，构建有独特地域色彩的“亚
洲共同体”的共同诉求。 另一方面，部分印太

“中等强国”因与美西方国家的特殊联系，在意

识形态、国家制度等方面受到它们的影响，怀有

“西方认同”情结。 “亚洲认同”与“西方认同”
之间的博弈对“中等强国”的外交选择亦影响显

著。 因此，身份认同与国内认知偏好一起构成

了左右“中等强国”在大国间进行战略选择的两

个主要国内因素。

（２）体系因素

在强调国内因素之外，亦不能忽视国际体

系的影响。 国际体系会产生外部压力，迫使或

引导国家调整或改变对外政策。 尤其是“相互

依存的竞争”转入“复合竞争”后，大国竞争烈度

显著增强，对“中等强国”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在此背景下，“中等强国”与中美两国的依赖结

构和是否具有制度缓冲成为其应对体系压力、
最终塑造战略选择的关键。

由于实力间的差距，印太“中等强国”往往

同时依赖于中美两大国，但它们对两国的依赖

程度却不同。 进入“复合竞争”阶段后，鉴于供

应链的安全和韧性成为各国应对各种风险与不

确定性的关键，居于大国竞争的核心地位。 所

以本文在分析“中等强国”的依赖结构时，将其

在关键供应链领域对中美两国的依赖程度作为

主要指标来考察。 通常，印太“中等强国”在关

键供应链上对中美两国都存在一种“不对称依

赖”，这也成为中美能够对其施加影响的重要权

力来源。 不过，“中等强国”对中美任何一方的

供应链依赖程度，都受到另一方产业能力的影

响。① 若“中等强国”在受到美国施压时，中国能

够提供替代方案，意味着该国对美国的不对称

依赖程度低，美国对其影响有限，在面临“选边

站”压力时能够采取两边站队的政策；反之则对

美国的不对称依赖程度高，中国难以取代美国

影响，该国在战略选择时亦倾向于加强与美国

的关系。
除了依赖结构外，国际制度也是“中等强

国”可以借助用以对冲国际体系压力的重要工

具。 一方面，国际制度容纳并整合了多个国家，
“中等强国”可以在制度框架内寻找在应对大国

竞争议题上“志同道合”的伙伴，协调立场、发出

一致声音，抵御大国要求“选边站”的压力；另一

方面，不少国际制度本身就包含大国在内，在国

际制度围绕的议题领域内，大国总要开展一定

９３

① 赵懿黑：“大国科技竞争背景下韩国的政策选择：三边关

系下的非对称依赖关系分析”，《国际论坛》，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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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合作，这为缓和大国竞争创造了条件。
以东盟为例，它所提供的多边框架不仅为中美

在东亚的互动提供了重要的接触平台，而且把

大国竞争最大程度地限制到地区制度和规范的

范围之内，为东亚地区的相对和平创造了一定

的条件。① 因此，“制度缓冲”可视为国际体系层

面另一个影响“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因素。 积

极、深度参与国际制度的“中等强国”比孤立或

疏离于国际制度的国家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中
等强国”参与自主性较强的国际制度比参加依

附性较强的国际制度（如不对称同盟）有更强的

战略依托。

２．２　 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形成机制

在选取国内因素和体系因素的基础上，本
文搭建起一个内外因素互动的分析框架，用以

解释中美竞争时代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分

化的路径。
（１）国内认知偏好与国家身份认同初步塑

造印太“中等强国”在大国间战略选择的基本取

向。 一方面，国内认知偏好由“中等强国”领导

层意向和民意综合分析得出。 由于国家领导人

往往出身于执政党阵营，他的个人偏好会带有

浓重的政党色彩。 所以，印太“中等强国”执政

党对中美两国的态度是厘定领导层选择的核心

指标。 执政党亲美则该国可能偏向于附和美国

的对外政策，保持中立或友华则该国倾向于实

行平衡外交。 另一方面，民意动向主要通过民

意调查的结果来反映。② 本文利用皮尤研究中

心（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洛伊研究所、韩国峨

山政策研究院（Ｔｈｅ Ａｓ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
ｉｅｓ）和新加坡尤索夫· 伊萨东南亚研究所

（ＩＳＥＡＳ－Ｙｕｓｏｆ Ｉｓｈａ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发布的民调报告

来观测。 若有直接问及受访民众在中美之间选

择偏好的问卷，即可以用该结果来进行判定。 若

没有这一问题，则可以参考民众分别对中美两

国的好感度、威胁感知、影响力等指标来综合分

析“中等强国”内部民意是倾向美国还是偏好中

国。 梳理出领导层意向和民意走向后，再综合

分析得出国内认知偏好。 若领导层意向和民意

一致，该国的选择偏好就非常明确；但若两者有

所冲突，则该国的选择就会带有一定的模糊性。
身份认同与国内认知偏好的情况类似，若

“中等强国”对西方阵营具有强烈的身份认同，
向美靠拢的意愿就相对明确；若坚持亚洲的主

体意识，则强调区域优先，规避在中美之间进行

“非此即彼”的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中等

强国”是“西方意识”和“亚洲意识”兼而有之，
那么其战略选择的定位就游离于“亲美”与“平
衡”之间。 综上，由于印太“中等强国”在国内认

知偏好和国家身份认同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

异，其在大国间选择时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

化态势。

表 １　 国内因素对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影响

国家身份认同

“西方认同” “亚洲认同”

国内认

知偏好

亲美 明确倒向美国 有限倾向美国

平衡中美 ／ 友华 “亲美”与“平衡”兼顾 大国平衡或友华政策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２）作为体系层面的因素，依赖结构和制度

缓冲会对“中等强国”战略选择取向的强弱程度

产生影响。 具体而言，进入“复合竞争”阶段后，
大国竞争的烈度较过去有了显著提升，开始限

制相对较弱的“中等强国” 的策略选择。③ 在

“选边”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等强国”对

０４

①

②

③

史田一：“地区风险与东盟国家对冲战略”，《世界经济与

政治》，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９９－１００ 页。
当然，不同民调机构受国内政治环境、机构本身政治色彩

等因素影响，会在问题、参数等设置上有一定的倾向性，并不能完

全反映真实民意。 但民意调查是了解社情民意最直接的手段，能
够反映民意大致倾向，故本文在分析民意走向时，暂时参考部分机

构发布的民调来加以研判。
［美］Ｊ． 詹姆斯·金著，石延芳译：“韩国在中美安全竞争

间的选择”，《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３０ 页。



第 ３ 期　 张　 弛：“复合竞争”时代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分化

中美的依赖结构会左右其基于国内因素而产生

的选择偏好，对美不对称依赖程度高的国家会

进一步增强与美国的关系，对华不对称依赖程

度高的国家则能坚持平衡或友华的政策。 而

制度缓冲会也对“选边”压力发挥一定的对冲

作用———拥有较强制度缓冲的国家能够抵消部

分甚至全部压力，维持其原有战略选择或是只

进行微调；相反，缺乏制度缓冲或是缓冲能力不

足的国家就难以应对压力，政策偏好日益走向

极端化。

表 ２　 体系因素对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影响

制度缓冲

弱 强

依赖结构

（关键供应链）

对美不对称

依赖程度高
亲美偏好强化

依托多边制度

维持既有立场

对华不对称

依赖程度高
友华立场巩固

依托多边制度

维持既有立场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图 １　 印太“中等强国”在中美间战略选择的形成机制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从以上两层次因素对印太“中等强国”战略

选择的作用综合来看，首先是国内层次的因素

对它们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起主要作用，国
内认知偏好和国家身份认同两个因素相互博

弈，初步确定了“中等强国”在中美间的选择偏

好，然后体系层面的因素会对初定位产生压力，
使之进一步在中美两方的光谱间发生位移。 而

“中等强国”对中美两国的供应链依赖结构，以
及其是否拥有制度缓冲、拥有多大韧性的制度

缓冲将对位移的程度产生重要影响。

三、案例验证：“复合竞争”时代印太

“中等强国”的不同战略抉择

　 　 基于对影响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因素

及其作用机制的分析，笔者将根据上文择定的

三个“中等强国”代表，逐一阐释它们在中美竞

争中做出选择的背后逻辑。

３．１　 澳大利亚：从“两面交好”到“联美制中”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的中美澳三边关系以

２０１６ 年为转折点，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
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努力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

作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来对待。 一方面，美澳

同盟一直不断发展，澳大利亚通过小心翼翼地

推动同盟的有限升级来缓解安全焦虑、提升外

交地位，①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发挥“南锚”的
作用。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逐步扭转强硬的对

华政策基调，转而强调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②

使中澳关系特别是经贸往来有了长足的发展，

１４

①

②

许善品、张涛：“联盟困境、理性选择与澳美同盟的有限升

级”，《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７ 页。
Ｄａｖｉｄ Ｓ．Ｇ．Ｇｏｏｄｍ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ｅａｔ： Ｍａｎ⁃

ａｇｉｎｇ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５， ２０１７， ｐｐ．７７６－
７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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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贸易规模超过美澳、日澳贸易之和。 澳大

利亚既搭了美国安全的“便车”，又乘上了中国

经济的“顺风车”，达到了“两面交好”的效果。
不过，自 ２０１６ 年起，尤其是美国推出“印太战

略”后，中美澳三边关系发生显著变化。 澳大利

亚不仅积极配合美国在印太的战略部署，充当

制衡中国的“急先锋”，而且频繁挑起与中国的

矛盾，导致中澳关系大幅倒退。
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之所以从“两面交好”

转向“联美制中”，从国内因素看首先是国内认

知转变的结果。 ２０１３ 年澳大利亚发生政党轮

替，自由党—国家党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党”）
击败工党开启了近 １０ 年的执政。 在对外政策

上，与工党重视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以

及提倡多边主义和国际主义不同，①联盟党更强

调澳大利亚的“西方”属性，主张加强与欧美的

传统联系以及美澳同盟关系。② 特别是对华强

硬的特恩布尔 （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Ｔｕｒｎｂｕｌｌ ） 和莫里森

（Ｓｃｏｔ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先后担任总理，他们的立场偏好

叠加上联盟党的外交传统，导致澳政府的对外

政策出现剧烈转向。 同时，民调数据显示以

２０１７ 年为界，澳大利亚民众对华的好感度和反

感度出现了逆转。 新冠疫情暴发后，民众对华

态度负面化更是达到极值， 皮尤民调显示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连续三年澳民众对华非好感度超

过 ８０％。③ 洛伊民调也显示，越来越多的澳民众

不再视中国是经济伙伴而是安全威胁，超过四

成的受访者认为若中美发生军事冲突，澳大利

亚应支持美国，而支持中国的仅有约 １％。④ 可

见过去几年的民意变化助长了堪培拉“联美制

中”的政策，并与领导层的认知日趋一致且相互

促进，加剧了中澳关系转圜的难度。
其次，澳大利亚在身份认同上的“亲西远

亚”也使其更倾向于靠拢美国。 作为从英国殖

民地中独立的国家，澳大利亚天然怀有浓厚的

盎格鲁—撒克逊情结，特别是独立后长期奉行

的“白澳政策”至今仍对其国家和民族认同产生

深远的影响。 对与己同出盎格鲁—撒克逊一源

的美英阵营，澳大利亚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和归

属感，前总理霍华德（ Ｊｏｈｎ Ｈｏｗａｒｄ）曾称西方价

值观是澳大利亚的立国之本。 诚然，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白澳政策”的废除和与亚洲国家的密切

往来也在催生澳大利亚的“亚洲意识”，甚至连

２０１２ 年的外交白皮书都被命名为《亚洲世纪的

澳大利亚》，⑤但令人遗憾的是，澳大利亚至今并

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的”亚洲国家，也不被

广大亚洲国家接纳其“亚洲身份”。⑥ 这种亚洲

认同的不足也导致澳大利亚在阵营化加剧的格

局下加快了回归西方的步伐。
当然，除了国内因素之外，体系因素也是

助推澳大利亚成为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对

华围堵第一梯队成员的关键。 一方面，澳大利

亚在关键供应链上对中美的依赖程度不同。
诚然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

出口产品———农矿产品的最大进口国，但澳大

利亚对中国的市场依赖并非美国及其盟友不

能替代。 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澳大利亚加强了与

美、日、印、韩等国的合作，多元化出口结构，主
动降低对华市场依赖。 美、日等国也十分青睐

澳在锂等关键矿产储量上的潜能，多次与澳协

商开展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以对冲中国的影

响。 而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供应链依赖主要是

一种技术依赖，比如在信息技术研发、军事科

技等领域，除了美国之外，澳大利亚尚难在全

球找到另外一家替代方。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

缺乏强大的制度缓冲来化解中美竞争带来的

压力。 尽管澳大利亚已经通过与日本建立“特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ａｎｙａ Ｐｌｉｂｅｒｓｅｋ，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７０， Ｎｏ． ５，
２０１６， ｐｐ．４６０－４６６．

宁团辉：“政党政治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转变”，《国际

政治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５ 页。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２２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

ｔｅｒ， Ｊｕｎｅ ２９，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ｉｔｅｓ ／ ２ ／ ２０２２ ／ ０８ ／ ＰＧ ＿ ２０２２． ０８． １１ ＿ ＣＯＶＩＤ ＿
ＴＯＰＬＩＮＥ．ｐｄｆ．

Ｒｙａｎ Ｎｅｅｌａｍ， “Ｌｏｗ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ｏｌｌ ２０２３”， Ｌｏｗ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Ｊｕｎｅ ２１，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ｌｌ． 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ｌｏｗｙｉｎｓｉｔｕｔｅｐｏｌｌ －
２０２３．ｐｄ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
ｔａｒｙ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３８７，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ｎｌａ． ｇｏｖ． ａｕ ／ Ｒｅｃｏｒｄ ／
６１５６７４．

Ｐａｔｉｅｎｃｅ Ａｌｌ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ｓｉ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ｒ Ａｗｋｗａｒ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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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战略伙伴关系”、与韩国结成“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构建中等强国合作体（ＭＩＫＴＡ）、打
造澳大利亚—东盟论坛、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等国际制度来应对大国

竞争风险，但澳大利亚既不是东盟等地区组织

的正式成员国，其在印太“结伴”的对象也多是

对美依赖严重的日、韩等国，这意味着澳大利

亚应对大国竞争的制度缓冲较弱，难以对压力

形成有效的对冲。
因此，在国内因素初步确立了澳大利亚“联

美制中”的战略倾向后，体系因素使这一倾向更

趋向极端。 澳大利亚不仅成为四方安全对话

（ＱＵＡ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ＡＵＫＵＳ）、
“五眼联盟” （ＦＶＥＹ）的骨干成员，而且在多个

议题上频频对华发难，对华政策陷入了安全化

的失焦性和失当性困境，严重冲击了中澳关

系。① 澳大利亚已成为美国盟国中反华意识最

为鲜明、姿态最为突出的成员之一，是印太地区

“联美制中”国家的代表。

３．２　 韩国：从“安美经中”到“亲美疏中”

与澳大利亚类似，中美韩三边关系在近年

来也经历了一番大起大落，突出表现在“萨德入

韩”事件发生后中韩关系的急剧倒退和韩国对

美追随的日益升级。 在“萨德入韩”之前，韩国

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安美经中”的

“浪漫三角”形态，尤其是朴槿惠执政前期，韩国

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外交达到顶峰。 然而

好景不长，“萨德入韩”后中韩关系很快跌入冰

点。 尽管文在寅总统在任内力图扭转双边关系

的下降态势，但未见明显成效。 而后担任总统

的尹锡悦积极打造“韩美全球全面战略同盟”，
刻意减少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削弱中国对韩影

响。 即使韩国在配合美国围堵中国方面的姿态

不似澳大利亚那么积极，但其“亲美疏中”的态

势已显而易见。
韩国之所以会从“安美经中”转向“亲美疏

中”，国内认知偏好的作用与澳大利亚既有相似

之处，又有些许差别。 首先，不论是韩国领导层

还是民众，近些年来的对华认知都出现了不利

于中国的变化。 韩国的政党政治主要体现为保

守和进步两大阵营的对立，保守阵营提倡与美

国结成强大的联盟，对朝鲜采取强硬的政策；而
进步阵营更倾向于对朝和解并寻求与中国的合

作。② ２０２２ 年，韩国发生政党轮替，出身保守阵

营的总统尹锡悦一改文在寅时代韩国在中美之

间保持“战略模糊”的外交政策，展现出鲜明的

向美靠拢的姿态。 同时，自“萨德入韩”后，韩国

民众对华好感度呈现“断崖式”下跌，２０２２ 年的

对华好感度已不足两成。③ 峨山政策研究院的

民调显示若中美发生冲突，支持美国的民众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５９．５％上升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８５．５％，而支

持中国的则从 ３２．６％下降至 ９．９％。④ 尹锡悦上

任后不利于中国的领导层意向和民意形成叠

加，加速了韩国“疏华”的进程。 不过，与澳大利

亚不同的是，韩国领导层意志和民意的发展并

非完全一致，特别是文在寅执政期间，尽管民意

动向不利于中国，但进步政权还是努力疏导新

冠疫情等引发的民间反华情绪，并规避在中美

之间“选边站”。 因此，相较于澳大利亚不断向

美靠拢，韩国“亲美”的进程呈现出渐进性和曲

折性的特点，配合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程度也

不及澳大利亚。
在身份认同层面，韩、澳两国的情况则大

有不同，韩国是带有鲜明“双重身份认同”色彩

的国家。 一方面，自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正式将韩国列入发达国家后，“发

达国家”的标签成为韩国国民心中的新国家定

位。 韩国认为其发展水平已与西方发达国家

３４

①

②

③

④

魏衍学：“‘武装到牙齿’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对华

政策的安全化”，《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１ 期，第 ３０ 页。
Ｌｉｎｄａ Ｍａｄｕｚ，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Ｋｏｒｅａ’ 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ｍｏｎａ Ａ． Ｇｒａｎｏ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Ｗｅｉ
Ｆｅ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ｅｄｓ．， Ｃｈｉｎａ－Ｕ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２３， ｐ．２５２．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２２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
ｔｅｒ， Ｊｕｎｅ ２９，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ｉｔｅｓ ／ ２ ／ ２０２２ ／ ０８ ／ ＰＧ ＿ ２０２２． ０８． １１ ＿ ＣＯＶＩＤ ＿
ＴＯＰＬＩＮＥ．ｐｄｆ．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２０２３”， Ｔｈｅ Ａｓａｎ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ｐｒｉｌ ２６，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ａｓａｎｉｎｓｔ． ｏｒｇ ／ ｃｏｎ⁃
ｔｅｎｔｓ ／ 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２０２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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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驾齐驱，自然也应进入西方阵营，如同日本

当年成为西方七大工业国一般，尹锡悦迫切渴

望参加 Ｇ７ 峰会就是反映韩国心态转变的明

证。 另外，尹锡悦上台后特别强调与西方国家

的价值观联结，外长朴振曾表示“美国向来重

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价值”，韩美基于此维

持长达 ７０ 年的同盟关系。 韩中关系虽在经济

领域取得飞跃发展，但两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

理念不同，因而合作发展存在一定局限性。①

在“发达国家”心态和“共同价值观”情怀的驱

动下，韩国对西方之一员的身份具有相当程度

的向往与归属感。 另一方面，与澳大利亚的“亲
西远亚”以及日本在“脱亚入欧”和“回归亚洲”
之间左右摇摆不同，韩国除了对西方的身份认

同之外，对自己的“亚洲身份”还是高度接纳的。
一来，冷战结束后韩国学术界在重塑历史叙事

的过程中，把东亚作为一个地区单位思考的学

术倾向明显抬头，②这种“东亚观”浓厚的历史叙

事对韩国民众“亚洲意识”的形塑作用十分深

刻，使“作为亚洲的韩国”的观念深入民心。 二

来，冷战后韩国历任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几
乎均以亚洲作为出发基点，如李明博的“新亚洲

构想”，朴槿惠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欧亚

倡议”，文在寅的“新南方政策” “新北方政策”
等皆是主要围绕亚洲国家展开的，这种亚洲本

位主义的外交传统也使韩国的“亚洲身份”根深

蒂固。
鉴于进步阵营执政期间坚持“战略模糊”的

立场以及身份认同上的差别，韩国虽然“亲美”，
但不似澳大利亚那般“激进”，特别是在加入围

堵中国的地区机制问题上，首尔的态度还存在

一定的保留。 不过在大国竞争烈度加剧的背景

下，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偏向性也愈发突出。 一

方面，半导体产业一直是韩国经济增长的主要

动力，对 ＧＤＰ 的贡献明显。 然而在这一领域，
韩国不仅在芯片设计软件上依赖美国，而且需

要从日、荷等国进口芯片制造所需高端设备、关
键零部件和半导体材料，这使得韩国半导体产

业根本上依赖美国及其盟友，③且中国在以上领

域也面临较大瓶颈，难以提供替代。 韩国对中

国在半导体供应链上的依赖主要是原材料和

市场，而美、澳等国在提供锂、钨等原材料方面

具有一定的替代能力，韩国也有意将半导体的

主要出口市场逐渐转向东南亚以降低对华依

赖。 因此，韩国对美中两国的不对称依赖程度

有高下之别，相较于中国，美国对韩国有更强

的战略影响力，这亦为韩国转向“亲美疏中”提
供理由。 另一方面，在制度缓冲上，韩国面临

的制度环境与澳大利亚类似，在对冲中美竞争

压力时力度都相对有限。 不过，韩国一直是促

成签署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的积极推

手，中日韩 ＦＴＡ 一旦签订，不仅有利于加强三

国间的经济合作，而且能维持地区供应链的韧

性与弹性，对冲中美竞争带来的部分负面影

响。 所以，中韩双方对中日韩 ＦＴＡ 的积极态度

及努力有利于增强韩国应对大国竞争的制度

缓冲。
综上，相较于澳大利亚而言，韩国在国内层

面比前者具有更加深刻的亚洲认同，官民双方

的对华态度也并非始终一致；在体系层面，推动

建设的中日韩 ＦＴＡ 具备一定程度的对冲大国竞

争压力的能力。 故此，与堪培拉直接的“联美制

中”相比，首尔倾向于实行比较间接和隐晦的

“亲美疏中”策略，在向华盛顿靠拢的同时，渐进

地、有意识地减少与北京间的联系。 但值得注

意的是，尹锡悦上台后大肆推动价值观外交的

回归，多次在公共场合高谈“民主、自由、人权”
等西方价值理念以及对这些理念的高度认同，
接手美国主办第三届民主峰会，使韩国的“西方

认同”有明显强化的趋势，这一情况再加上保守

政权执政和民间对华负面观感叠加、美国拉拢

和施压韩国打造排华的半导体供应链体系等因

素，未来韩国“亲美疏中”的倾向可能进一步凸

４４

①

②

③

“韩外长就对美对华关系强调基于价值观定位”，韩联

社，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８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ｙｎａ． ｃｏ． ｋｒ ／ ｖｉｅｗ ／ ＡＣＫ２０２３０１０８⁃
００１６００８８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ｓｅａｒｃｈ．

安洙英、姜伊威：“从‘东洋史’到‘东亚史’———韩国学界

近三十年的历史叙事反思”，《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第
７３ 页。

李丽、刘宏松：“美韩半导体同盟及其合作困境探析”，
《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４０－４１ 页。



第 ３ 期　 张　 弛：“复合竞争”时代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分化

显，美韩同盟关系大概率会持续呈现“相互支

持”的态势。①

３．３　 印度尼西亚：中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印尼自独

立以来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寻

求地区和全球地位的提升。 但随着“复合竞争”
时代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印尼在外交上亦受

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不过，不同于澳大利亚

和韩国出现不同程度“选边”的情况，印尼坚持

不结盟的政策，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并依

托东盟试图在印太地区开辟出一条中美之外的

“第三条道路”。
印尼之所以在“复合竞争”之下仍坚持大国

平衡外交，领导层和民众对这一政策的认可与

坚持是首要动力。 首先， ２０１４ 年佐科 （ Ｊｏｋｏ
Ｗｉｄｏｄｏ）担任印尼总统后，他所属的民主斗争党

逐渐成长为国会第一大党，政治影响力不断扩

大。 该党以“潘查希拉”作为政治纲领，信仰神

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公正，
一直坚持不结盟政策。 即便冷战结束后不结盟

运动影响力下降，其不结盟政策也丝毫未有改

变。② 对中美两国，民主斗争党主张保持战略平

衡，不存在与任何一方结盟的现象。 与此同时，
佐科坚持以自由为原则的外交政策，自主决定

其对国际问题的态度，不受大国的影响，他的政

府在处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时，也展现出既追

随又对冲的“一体两面”。 其次，民意对大国平

衡政策的拥护与政府的立场形成了叠加效应。
从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ＩＳＥＡＳ）发布的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３ 年的五份年度民调来看，虽然中美竞争呈

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但是印尼倾向于任何一方

的态势都不明显。 即便要被迫“选边”，印尼对

中美两国的偏好度都差别不大。 在应对中美竞

争的路径上，近半数印尼受访者（４６．３％）都主张

增强东盟的韧性和团结来抵御大国竞争的压

力，而愿意“选边”的比例则最低（６．６％）。③ 可

见，拒绝“选边站”是印尼官民的一致意见，为其

选择开辟 “第三条道路” 奠定了重要的国内

基础。

另外，印尼对自身作为东南亚区域大国的

身份认同坚定了其谋求独立于中美之外的外

交政策。 无论从领土、人口还是经济规模等角

度来看，印尼是东南亚国家“天然的领导者”。
早在苏加诺时代，印尼就通过举办首届亚非会

议彰显自身作为东南亚区域领导的角色，④其

后历任总统皆以“建设名实相副的东南亚领导

国家”为出发点，通过发展国内经济、推动东南

亚区域主义和引导跨区域治理等方式，积极展

现印尼的区域大国的形象。 中美竞争开启后，
印尼努力将中美都纳入东盟地区论坛（ＡＲＦ）、
东亚峰会（ＥＡＳ）等多边机制中来，继续维持其

东南亚大国身份。 诚然，实现民主化之后，印
尼有意通过倡导民主的角色来模仿西方自由

规范。 但是反殖民主义已成为印尼民族精神

的深刻烙印，使其难以融入西方阵营并对改革

美国 主 导 下 的 自 由 主 义 国 际 秩 序 持 支 持

态度。⑤

尽管国内因素的支撑为印尼在印太大国竞

争之下努力开辟“第三条道路”提供了重要条

件，但中美竞争烈度的加剧对印尼独立自主地

位的束缚亦不可小觑。 一方面，美国回归亚太

后加强了对澳大利亚的“借助”，这使与堪培拉

有地缘竞争关系的雅加达心存焦虑，担心华盛

顿与其竞争对手关系的加强会降低自身的战略

地位。 另一方面，印尼认为中国崛起存在不确

定性，对中国将如何利用新获得的财富和军事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赵懿黑：“美国‘印太战略’下美韩海洋安全合作研究”，
《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４１ 页。

Ｊｏｎａｈ Ｂｌａｎｋ，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Ｊｕｎｅ ３，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ａｎｄ．ｏｒｇ ／ ｔ ／ ＲＲ４４１２ｚ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２０２３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ＳＥＡ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９，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ｅａｓ． ｅｄｕ． ｓ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５ ／ ０７ ／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 － ｏｆ － ＳＥＡ－ ２０２３ －Ｆｉｎ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４ － ０９ － Ｆｅｂ －
２０２３．ｐｄｆ．

郑先武著：《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２４８ 页。
Ｍｏｃｈ Ｆａｉｓａｌ Ｋａｒｉｍ， “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 －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
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７２， Ｎｏ．４， ２０１８， ｐ．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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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感到焦虑，①尤其担心中国会凭借对印尼的

援助，在联合国投票、南海等问题上对其提出政

治要求。②

不过，虽然体系层面的压力增大，但不同

于澳大利亚和韩国，印尼在供应链依赖结构上

更偏重于中国，且拥有东盟这一坚强制度缓

冲，为其坚持“第三条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
其一，尽管近年来印尼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
产业发展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从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的
数据看，印尼出口以初级制成品（矿产品、动植

物油脂等）为主，进口则主要是工业制成品（机
电产品、化工产品等）。③ 相较于处于价值链中

上游的韩、澳等发达国家，印尼对工业制成品的

依赖更甚于对技术的依赖。 而中国相较于美

国，尖端技术虽有不及但拥有强大的工业制造

力，向印尼提供物美价廉、种类齐全的工业制成

品的能力是美国难以替代的。 此外，中国是印

尼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和出口目的国，而美国只

是第二大出口目的国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国，印
尼对美国的市场依赖亦不如中国。 印尼对中国

的不对称依赖程度高于美国，所以在美国要求

“选边站”时拥有比韩、澳更充分的拒绝理由。
其二，东盟长期在区域合作和共同体建设中居

于“中心地位”，而“复合竞争”对这一地位造成

较大的冲击。 为维护“中心地位”，在印尼的推

动下，２０１９ 年东盟发布了《东盟印太展望》，强
调了印太秩序下东盟的中心地位，试图以发展

为导向的方式来扭转中美间的竞争态势，强调

互利合作。④ 东盟的表态反映了各成员国对中

美竞争的基本态度，一定程度也缓解了印尼的

“选边”压力。 以东盟为核心的各种“东盟＋”多
边机制将中美等大国等纳入进来，使它们之间

相互制衡，稀释大国的影响并为竞争树立了行

为规范。⑤

因此，尽管中美“复合竞争”给印尼带来的

战略压力不次于澳大利亚和韩国，但是雅加达

拥有比堪培拉和首尔都更明确的地区身份认

同，且无论领导层还是民意，平衡与北京和华盛

顿间的关系是二者共识。 同时，在供应链依赖

结构上，印尼对华依赖程度更甚于美国，且印尼

和东盟相辅相成———印尼为东盟应对中美竞争

提供智识领导，东盟反过来成为印尼应对中美

竞争的“缓冲器”。 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印尼超越了澳、韩的站队外交，既保持了与

中美的等距离关系，又主动引领东盟探索大国

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通过对以上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尼三个案

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国内认知偏好和国家身份

认同两个国内政治因素在初步塑造印太“中等

强国”选择偏好时影响显著。 领导层和民意相

对亲美，以及更具西方认同的国家容易偏向美

国；反之则倾向于走中间道路或对华友善。 当

然，选择偏好的程度也与国内认知的同质化程

度与两因素的叠加程度密切相关。 此外，进入

“复合竞争”时代后，大国竞争烈度的加剧压缩

了“中等强国”选择的空间。 在此情况下，“中等

强国”对美、对华的依赖结构，以及体系层面有

无坚强的制度缓冲就会左右其最后的战略抉

择。 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尼在国内和体系两个

层面的不同情况及各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使

这三个国家在“复合竞争”时代做出了三种不同

的战略选择。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Ｎａｔａｓｈａ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Ｄａｖｅ ＭｃＲａｅ，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Ｂ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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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ｅｎｔｒ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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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３ ／ ４ｂ ／ ２４ ／ ｂ６ ／ ｃ４ ／ ｃ２ ／ ５０ ／ １４ ／ ａｄ ／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ＯＮＬＩＮＥ．ｐｄｆ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Ｖｅｒｍｏｎｔｅ，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 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Ｊａｋａｒｔａ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ＣＳＣＡＰ ），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ｃａｐ． ｏｒｇ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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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ｆ．

吴崇伯、李琰：“ＲＣＥＰ 框架下印尼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

工与地位———基于附加值贸易的分析”，《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２２ 年

第 １ 期，第 ５９ 页。
Ｈｏａｎｇ Ｔｈｉ Ｈａ， “ＡＳＥＡＮ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ｌｄ

Ｗｉｎｅ ｉｎ Ｎｅｗ Ｂｏｔｔｌｅ？” ＩＳＥＡ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ｕｎｅ ２５， ２０１９， ｐ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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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最终抉择

国内政治层面 国际体系层面

国内认知

偏好

国家身份

认同

依赖结构

（供应链）
制度缓冲

战略选择

澳大利亚 官民一致亲美 “西方” 更依赖美国 缺乏 联美制中

韩国
官民意见不一—

一致亲美

兼有“西方”和
“亚洲”

更依赖美国 有限 亲美疏中

印度尼西亚 平衡中美 东南亚区域大国 更依赖中国 有
中美之外的

“第三条道路”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四、结　 论

随着中美在印太地区的互动进入“复合竞

争”的阶段，“中等强国”在两大国间的战略选择

及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诚然，过去“中等

强国”可以通过平衡中美并利用它们的竞争，扮
演未来国际体系驱动力的角色，①但“复合竞争”
时代大国竞争烈度的增大已开始裹挟“中等强

国”选择，减少它们灵活应对的余地。 由于国内

认知偏好和国家身份认同存在差异，对中美的

供应链依赖程度有高下之分，对冲大国压力的

制度缓冲亦有强弱之别，印太“中等强国”在中

美间战略选择的分化态势已比较明显。 当然，
这种分化是国内和体系层面因素互动造成的结

果，“中等强国”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 中国可

以通过推动某些因素的改变，主动引导“中等强

国”的行为，构建有利于己的国际关系和战略

环境。
根据对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尼三个案例的

分析，若要使印太“中等强国”在中美竞争中保

持中立甚至是对华友善，中国可考虑以下几方

面的现实举措：一是既要加强与印太“中等强

国”政府层面的沟通，提升政治互信，又要重点

推动公共外交，改善对象国民众心中的中国形

象，努力使对华友善的官方立场和国民意志形

成同频共振。 二是弱化意识形态上的身份差

别，在印太国家中营造具有鲜明区域特色、提倡

多元化和文明互鉴的“亚洲认同”，使之与拜登

政府兜售的“民主对抗威权”的二元对立式地区

秩序叙事形成对比，增进印太国家对“亚洲认

同”的接受度。 三是全力推进核心技术攻关，破
解关键供应链上的卡点、断点和堵点，争取在部

分领域实现对美技术替代，为印太各国提供更

多元的供应链选择方案。 四是继续增进与东盟

的合作，大力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各种包容

性多边机制的建设。 此类多边机制的发展与壮

大，不仅能为印太“中等强国”提供更强韧的制

度缓冲，而且也为中国创造了加强对美博弈、推
动构建更有利于本地区国家共同发展的新型地

区秩序的重要外交空间。②

总之，在“复合竞争”时代的中美战略博弈

中，“中等强国”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两国都要争

取的力量。 鉴于美国正通过“印太战略”对“中
等强国”进行拉拢和分化，中国应在厘清“中等

强国”战略选择逻辑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采取

措施，主动参与其战略行为的塑造，防止其被美

国的战略裹挟，促使其成为能与中国携手共建

多元文明、开放包容的地区新秩序的重要伙伴。
责任编辑　 邵雯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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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ａｂｒｉｅｌｅ Ａｂｂｏｎｄａｎｚａ， “Ｗｈ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９８， Ｎｏ．２， ２０２２， ｐ．４０４．

张洁：“东盟中心主义重构与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
《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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